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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的本体论地位及其批判功能
——雅克·比岱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

唐正东

摘 要 比岱把言语的直接性界定为对每个人的一种宣言，是一种被宣布的言语，并

以此建构起了元结构的理论。而在现实的社会结构层面，作为言语之特殊形式的概念不仅具

有客观的社会效力，而且还因为社会结构之共同意志的本质而使得对这种概念的拒斥成了

从现代性结构中解放出来的重要路径。因为生产在文化层面上所产生的社会对立，因此，对

抗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斗争就会在日常生活层面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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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言语或话语的角度来解读现代性的结构及其内含的批判张力，这并非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像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等人都曾有所涉及。但要说能从言语本身的批判性、建构性及其可能延伸出的复杂

结构性的角度来展开论述的，就要数法国哲学家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最为典型了。他把社会结

构的主观主义解释维度上最重要的言语概念之内在理论张力发挥到了极致，并让我们看到了在生活过

程层面上范畴的实际效力并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外在表象，而是阶级社会斗争逻辑的反映。对他的观

点展开研究与评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性批判理论中主观主义阐释逻辑的生成原因，并以此

来对如何越出基于结构的客观主义阐释逻辑与基于主体互动的主观主义阐释线索之间的二元对立提供

一定的方法论启示。

一、言语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本体论地位

我们一般比较容易理解言语在商谈关系之形式平等性意义上所具有的本体论地位，雅克·比岱的

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总体理论》的一开始就谈到了言语的直接性及本质论特征。“开端是直接

的，即言语的直接性，可是在这种直接性中出现了中介的要求，依据一种二律背反形式，这一要求是中心

和个体的要求。诚然，这是虚构，但必须承认这一虚构有着本质论的地位。”[1]（P9）不过，我们在这段引
文中除了要看到比岱对直接性的言语所具有的本质论或本体论地位的承认外，还要注意他所说的这种

言语直接性是一种虚构，并且从中还出现了中介的要求。因为在我看来，后者才是比岱在言语问题上的

关键思想。

为什么言语的直接性中会出现中介的要求呢？在比岱看来，那是因为言语除了用于商谈关系外，更

重要的是对每个人或者说对大家的一种宣言，是一种被宣布的言语。这种宣布的言语的最重要功能就在

¬ 雅克·比岱是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的哲学教授，国际著名的马克思研究专家，《今日马克思》杂志的负责人。《今日马克思》杂志在推动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岱的代表作有：《当代马克思辞典》《马克思〈资本论〉研究》《总体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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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我们之间的一切自然发生的东西加以重新审视和批判。“宣言宣布的言语范畴：我们之间的一切都

可以被重新审视。一切都服从我们大家之间的协约，就是说服从普遍的、可以为人人所接受的标准。因

此，我们宣布最初是言语，言语是一切事物重新开始的可能性。”[1]（P12）显然，对比岱来说，言语并非
只是商谈伦理的形式，也不只是始源性维度上的社会关系状态，而是一种对自然现实性持批判态度的元

结构之基础形式。它本身并非一种自然状态，而是对在自由平等维度上存在问题的自然状态进行审视和

批判的终极参照物。在历史的维度上，它并非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在理论逻辑的维度上，它却是一种

必需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存在，因为只有它的存在才能让人们对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进行质问和重

新审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比岱说言语的直接性是一种有着本体论地位的虚构。同时，也正因为如此，

言语的直接性中才会出现中介的要求。

在比岱看来，我们作为具体的、有限的人是不可能在每件事情上都用言语的直接性去跟其他人达成

协约的，也就是说，言语的关系面对建构无限协约的要求肯定会无能为力的。因此，它必须要找到接替它

的一些中介形式，这种中介就是契约。“在自由—平等—理性的直接的言语关系之外、在这一关系可以依
据理性、合理性和可靠性的标准所建立的东西之外，言语关系需要接替它的一些中介的出现：‘契约的’

中介。这些中介是这样的，只有通过它们，签订契约者才能自由地、平等地、理性地组合。”[1]（P12-13）
比岱进一步指出，这里所讲的契约绝不只是指个体间的契约关系，它还包括合作、共同的政府或国家等

内容，因为正像言语关系中包括了理性、合理性和可靠性这三重内涵一样，真正的契约也只有在契约、合

作、政府这三个阶段的统一中才会产生。“首先，前面两个（契约、合作）分别与这一关系的两个面有关，

即合理的一面（恰当）和理性的一面（真理—效率），而第三个（政府）与其实效性条件，也就是说和它
的可靠性条件有关。但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作为其他两个的条件而出现。我们将把这一社会契约的意图

作为‘元结构’在第一部分加以研究。”[1]（P13-14）说实话，比岱在这里对契约的阐释的确是比较难懂
的，尤其是当我们习惯于用经济学的契约范畴来加以理解的时候。但如果我们真的进入了他的阐释视

域，那应当是不困难的。对于他来说，言语绝不只是个体间的交流工具，而是对一切事物之可能性加以

重新审视的“宣言”。既然如此，如果没有后两项内容，那它如何去重新审视现实事物中存在着的合作与

政府行为呢？

当然，他的这种解读视域也决定了他在元结构层面上对合作和政府的理解一定是有特别之处的。比

岱没有把它们界定为与个体间契约相对立的某种规制行为，而是强调中央契约与个体间契约的相互包

容性。为此，他提出了私有自律与公共自律的共基性观点，“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首先把市

场作为经济范畴提出，然后把国家作为其‘扬弃’提出。与黑格尔的这种顺序相反，我提出（将其扩展到

经济范畴并为了后来使其成为一种新的辩证法的原则）‘私有自律’和‘公共自律’的共基性——我使用
康德的术语来表达，这些术语由哈贝马斯重新使用。若自律能给自己制定规则，那么这种共基性事实上

应该被诠释为中央契约与个体间契约的互相包含”[1]（P16）。对比岱来说，个体间契约在中央契约的范
围之内，否则，它就有可能掉入他律的统治之中，譬如，自由主义个体间的市场契约就掉入了市场规律的

他律之中。而中央契约也是以个体间的自由契约为前提的，譬如，元结构层面上的政府或国家其实就像

言语的组织一样，作为公民社会的条件而存在。它不可能成为异在的权力，而只是受直接的言语合作的

力量所支配。

在《选择的拓扑学》一文中，比岱对关于合作和政府的这种独特理解进行了更为清晰的阐述。他指

出，市场关系如果按照自由主义的那种理解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因为这种解读没有把握住个体间

契约和中央契约之间的共同蕴涵。“市场关系只有根据自由共同意志的提出才能构成‘自由的’关系，因

为这种意志是自由的，所以它可以要求市场之外的东西，即任何一种遵守社会契约的组织或规划模式。

但是，这种社会契约要对它为个体间的契约所带来的限制做出相应的公众说明。”[2]（P7-8）对比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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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正是因为基于言语的直接性，所以他才能把契约、合作、政府辩证地统一起来，把个体间契约和中央

契约也辩证地统一起来。应该说，比岱是绝不可能像西方学界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家那样，只把言语的

理论作用限制在观念意识形态的建构上的。因为对他来说，言语是用来重新审视所有一切事物的。因此，

他的解读对象不可能只是文化意识形态，而必然是整个现代性的社会构成过程。

再进一步，由于比岱紧紧扣住言语对一切事物之可能性的重新审视功能，因此，他对现代性社会构

成过程的解读不可能面向现代社会结构的逻辑—历史生成过程、内在矛盾运动过程等内容，而必然会专
注于特殊性维度上的现代社会结构，并着力解读这种社会结构中的对抗性。再进一步思考我们还会发

现，比岱的这种对抗性不可能是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揭示的那种阶级对抗的社会历史内

容，而必然是现代社会结构所宣布的东西与它真实的东西之间的比较中所发现的那种对抗性。如果从具

体行动者的维度来看，“鉴于这一历史的先验从来只是在那些以自由平等的名义宣布统治（拥有、治理、

指导）者和那些宣称这一秩序有待实现者之间的对抗中被提出，那么我们就应该对这个历史的先验及

其转化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1]（P39）。从根本上说，比岱是对上述两者的对抗本身感兴趣，而不是对
这种对抗的社会历史基础感兴趣。正因为如此，他对理论逻辑维度上从元结构向结构的转化环节非常感

兴趣，并把它提升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岱最感兴趣的不是元结构本身，而是这种

元结构向结构的转化过程。从理论逻辑的维度来看，只有通过这种转化，现代性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对抗

逻辑才可能被昭示出来。而从历史的或者说现实批判的维度来看，“只有从在其‘转化’中的契约出发我

们才能理解统治，并且逐渐理解现代特有的力量和暴力等一切因素”[1]（P38-39）。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比岱才会强调在元结构—结构—政治这三个阶段的辩证的联结中产生了现代性的阶级社会的逻辑。此
处的政治显然只是政治学意义上或者说阶级对抗意义上的政治，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政治。

二、概念的社会效力与言语的批判功能

比岱不仅在元结构层面上赋予言语的直接性以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地位，而且还在现实结构的层面

上对它进行了更为深刻的阐述。他是通过言语的一种特殊形式即概念的复杂内涵及社会效力的维度来

展开这种阐述的。一谈到这个问题，比岱就注意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第一章中对资产阶级
经济学范畴的客观性及社会效力的描述。在说到货币用物化的形式遮蔽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

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时，马克思指出，“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

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

式”[3]（P93）。比岱在《总体理论》的第一章中就对马克思的这段文字进行了引述 [1]（P47）。在他看
来，亚当·斯密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是在市场的意义上来理解个体间契约的，“正如他所使用的词汇

（‘协议’、‘协定’）所证明的那样，这种形式的社会性确切说是公开占据了‘社会契约’的位置，这一契约

是从霍布斯到卢梭的传统的契约主义的构成之根源”[1]（P104）。也就是说，斯密等人的经济学范畴中
只具有市场契约的维度，而不具有中央契约的维度，更谈不上基于言语的直接性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

的理论范畴会以物的形式掩盖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并且只具有量的维度而不具有质的维度了。这些范

畴具有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的社会效力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比岱指出，马克思对这种单一性的市场契约理论是持排斥态度的，而且还把它界定为一种关于私有

财产之普遍准则的契约。不过，马克思并非像卢梭那样从自然状态的角度来加以排斥，而是从中央契约

的角度来加以拒绝的。“马克思是继卢梭（《论人类的不平等》）之后拒绝这种形式的契约之人，即关于

私有财产的普遍准则的契约。但是我们可以怀疑马克思的拒绝和卢梭的拒绝在术语上有所不同，就是说

马克思是以一种可能的中央契约的名义拒绝的。”[1]（P104 注释 2）在比岱看来，马克思对斯密等人的资

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概念或范畴的拒斥，实际上就是一种哲学质问。虽然马克思在展开这种质问的过程中

在理解元结构复杂内容方面还存在着某些局限（譬如，不是从共时态而是从历时态的角度来理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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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与组织中介的关系），但他的这种质问本身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要义，也是我们应该继承的。

比岱认为，一旦我们真正地从元结构的角度来推动这种质问，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提出普遍主义的言语

直接性的前提，而且可以在此基础上实现解放思想及政治民主的任务。言语直接性在批判维度上的意义

就是在此层面上展开的。

在《马克思〈资本论〉研究》一书中，比岱对马克思在概念的拒斥与重建上的观点进行了很有意

思的阐释。他从劳动能力与劳动力概念的区分、古典经济学家用劳动价值论遮蔽劳动力价值论、马克

思的劳动概念中的质的维度与阶级结构之间的紧密关系等角度入手深入地阐发了这一点。“劳动‘能

力’（labor-‘power’）范畴所具有的新颖性必须得到全方位的解读；这种新颖性很可能被隐藏，就像它在
‘劳动力’（labor-power）价值范畴中那样。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是‘劳动价值’，马克思通
过引入‘劳动力价值’范畴，为辨析这种劳动力的价值与它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手段，并由

此而建构了剩余价值理论。但是，‘劳动价值’这一伪概念的作用不仅在于模糊了剩余价值的问题。它同

时还通过隐藏劳动能力概念而掩盖了价值范畴在质的维度上的内涵，我们知道，这一维度上的价值内含

着劳动，并且是与阶级结构紧密相联的劳动。”[4]（P45）比岱想要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在基础性的概
念层面建构了一个全新的视域，这是把社会政治的维度融入经济学范畴之后的一种全新视域。这不仅

代表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畴的质问与批判，而且代表着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体系的崭

新内涵。“马克思是在一种全新的层面上来使用‘经济’这一术语的（学者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从《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都用这一术语来诠释具体的生产方式中特定生产
关系的社会性内涵。这意味着要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意义上来阐释雇佣关系本身，这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

崭新的文本对象，或者说，它意味着建构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崭新文本，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显然把社会

政治的维度整合进了其重要概念的内涵之中。”[4]（P47）
在《总体理论》中，比岱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更多的是站在概括和凝练的层面上来进行的。在强调了

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市场契约关系，而且还是一种生产关系之后，他更强调指出，这

种生产关系其实是一种强制性的生产结构。“不平等的交换和排除的问题就这样被提升到了剥削的问题

的高度，就是说它们具有相同的责任：市场不是一种已知的天然调节手段，它也取决于别的可能的选择，

完全就像组织的形式那样。”[1]（P167）比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只要把商品交换关系指定
为生产关系，或者说生产结构中的关系，那就等于把它指定为可能随时被责难或质问的社会约束。他的

推理是这样的：市场动力本身是建立在不同的生产劳动在相等的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之间的交换差额

之上的，这种差额促使生产者们提高生产率，而只有那些掌握着生产资料的人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资

本主义生产结构恰恰在强力地推行着这种交换关系，这正好说明这种生产结构或生产关系是导致剥削

的真实原因，并且也是应该被责难和批判的对象。“当我们明白要把市场和组织放在同一层次上并作为

阶级的因素来考虑时，我们就可以这样回到马克思关于‘商品崇拜’上来，而且我们可以在他清楚阐明的

东西的背后发现其他的东西：一个关于剥削理论的类似物。在商品和组织关系的干涉下，也就是说时间

的不相等的调整，剥削关系所产生的东西也会产生在商品关系的范围内，被理解为它只在资本主义中普

遍占支配地位”[1]（P167 注释 1）。

在比岱的解读逻辑中还有一个观点需要加以说明：为什么用生产关系概念拒斥了交换关系概念就

可以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结构的批判？为什么不是像马克思那样必须从私有制社会矛盾运动的

角度才能论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此处的一个重要理论质点是：比岱认为所有的商品交换关系都是

建立在交换者拥有该商品的所有权之基础上的，而所谓的所有权必须在它得到全部的法律有效性之肯

定的前提下才可能被加以承认。这样一来，以交换关系为表征的社会结构便被归结为某种共同意志的

事实。“所有权只有在它全部的法律有效性被肯定的情况下才是可以承认的，就像一个简单的规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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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共同意志的事实，这种意志可能要求另外一个共同意志。因此，元结构从来只在一种必定已经

‘把它转化成它的反面’的结构关系中被提出，这种关系把自由转化成社会规则，把规则转化成法律。”[1]

（P174）既然如此，比岱当然会把组织控制、财富剥削等客观历史现象当作基于共同意志的某种可商榷
的事实来看待，而不会像马克思那样从客观辩证法的角度把它们看成是由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所

建构的历史客观事实。应该说，这也跟比岱把言语看成是对每个人或大家进行宣告的中介形式直接相

呼应的。再进一步，对比岱来说，既然这些历史现象只是可商榷的事实，那么，它们必定也是可选择的事

实，而不是必然的事实。“占有和控制、商品和组织的限定只能作为可商榷的有效性意图。它只能作为一

种选择的事实，也因此作为可逆的事实被提出。对结构的立场的确定只能在元结构的不确定的立场的声

明中给出。反之亦然。”[1]（P174）显然，比岱专注于概念拒斥的角度来展开其现代性批判理论，是跟他
的这种特殊的主观主义解读视域直接相关的。

三、基于共同商议的政治

可以想象，从上述解读视域入手的比岱在思考解放路径的问题时必然会选择与言语相关联的共同

商议等思路，事实也是如此。在《选择的拓扑学》一文中，比岱指出，“与拜物化的独断市场关系相比，社

会主义更倾向于公共商讨计划。主要进行生产、交换的公司由国家所有（或在产权中占决定性的股份），

教育、健康、研究、信息和其他基础产业采取公共服务的形式并且自我管理从而得到促进发展，到今天这

些还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基准”[2]（P26-27）。当然，他也很清楚，这么做绝非意味着仅仅回归元结构的层
面。比岱发明出了“元/结构”这个概念，其用意就在于：对于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实践来说，仅有元结构本
身是不够的，而且从本质上说，元结构也不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术语。元结构是用来被结构中的否定者所

意识到的、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来实现的某种东西。“可是政治不能归纳为宣言的元结构的术语。仅仅是

因为宣言总是已经在结构的形式中被转化，所以政治才变得必要。在这些形式中，政治声明自己被实现

并这样让自己作为被否定者被意识到，而且声明自己是可实现的，至少通过斗争的实践总是要实现的。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是元/结构的：它为一场解放斗争设想条件”[1]（P589）。
那么，基于已有结构形式的政治实践会遇到什么样的复杂情况呢？在比岱看来，在资本主义现代性

条件下，任何形式的“联合”都仍然会受到阶级因素的限定，这具体表现为在自由联合起来的实践活动中

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等级，而这些等级其实是不同的实践者所受到的资本制约性形式、文化环境等多重因

素影响的结果。“但是在结构的背景下（并且我们知道只有结构肯定元结构），联合发觉自己的解放潜能

受文化环境、资本—赠予的多样性的制约，也因此受历史的轨迹和命运的制约。即使联合能导致第三个
因素的产生，它也无法构成第三条道路，即一种‘唯一可替代的方法’，而只是第三个选项。”[1]（P586）当
然，这么说并非意味着解放的不可能性，比岱对这一点看得是很清楚的。他指出，社会结构的共同意志

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对财富的垄断以及资本对社会的统治，必然被局限在一定的范畴内，而且，人民通

过斗争实践也必然对社会结构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财产只有在物的使用可能被认可时才是确

定的，那么由统治阶级进行的垄断会被局限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其中全体人民，通过不断的激烈斗争，能

够对要生产什么（学校而不是大炮，火车而不是汽车，剧院而不是赌场）的决定，对内在（工作和报酬的

情况）和外在的（公共教育、信息获取、公共服务）的生产条件，对它的结果（公共健康、环境）都能产生

影响。”[2]（P27）
读到比岱的这段话，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那段名言：“个人

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
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此，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

件。”[5]（P520）马克思、恩格斯所持有的客观历史辩证法思想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比岱那样，相信只要
通过斗争就能对要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这一客观生产过程中的两个最重要因素加以改变。马克思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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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一些观点也印证了他的这种思想。在谈到革命斗争
的历史前提时，他强调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

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

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6]（P229）。通过与马克思思想的对比，
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领会到言语的视角对比岱建构其主观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框架是多么的重要。

在厘清了政治斗争的复杂背景之后，比岱指出，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对大多数人来说，也可

以通过政治民主的方式来显现其强大的变革力量，因为“什么也不可能使人忘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

形式，从它与政治领域（共同审议的领域）的关系的角度来看，相对于私有形式的优越性，因为资本主义

依然是社会主义的背景，社会主义仍然是共产主义的条件”[1]（P586-587）。当然，此处我们应该注意的
是，比岱说的是大多数人，而不是所有人。那些处于垄断和剥削地位的统治阶级不仅不可能参与这种政

治民主的斗争，而且其本身还是大多数人的斗争实践所面对的对象。比岱在此处有这么一个观点需要

格外注意：处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即马克思意义上的所有权资本和布尔

迪厄意义上的资质资本，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更重要的是，“这也是这两个政治派别区

分的准则，即具有稳固财产的古典右派，在行政组织和公司中产生的社会—民主派”[2]（P14）。也就是
说，拥有所有权资本的那些人一定是维护现有统治形式的右派，而只有拥有资质资本的人才可能是对现

实进行质问和批判的社会—民主派。所以，对大多数人通过政治民主的形式来推动的斗争实践来说，只
有后者才是可以联合的对象。“底层人民的解放策略自然是试图与在‘资格’中，而不是在‘财产’中，在官

僚体制和行政体制尤其是在文化体制中，而不是在金融中，在组织中而不是在市场中取得优势的中间阶

级和统治阶级达成联盟。”[2]（P14）
在比岱看来，这些拥有资质资本的人是和底层人民一样，愿意推动对资本所造成的现实抽象的批判

的，是愿意将现有的利润—权利逻辑加以中立化的。因为就像阿多诺、列斐伏尔等人在分析马克思主义
文化批判的传统时所说的那样，生产的后果其实是文化层面上的各种对立，“因为生产，即使在利润的层

面上，产生的是文化层面上已经确定的使用价值及围绕其产物而引起的社会和文化对立，但它不能造成

对资本的对抗。在可能发生的社会、文化、生态、城市化、工会等单纯‘对抗’运动的范围内，反对‘生产资

料私人所有制’的斗争就会在日常生活中爆发。民众的力量如此表现出来”[2]（P28）。这就是比岱基于
言语的元结构而建构出的解放路径的可能性。

从总体上说，比岱的观点是对米歇尔·阿格里塔、阿兰·利比兹等法国调节学派的思想、皮埃尔·布

尔迪厄的批判社会学、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等观点的继承与发展。我以为，与其说比岱在元结构、结

构、个体契约、中央契约等概念的使用上展现出了崭新的学术思想，还不如说他在言语的直接性及其批

判与解放功能的阐述上的确是匠心独具的。我们不能认为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仅仅是对哈贝马斯的继承，

因为他不仅把言语的直接性融进了元结构的框架之中，而且还把它运用到了对现代性社会结构的批判

之中，并且这种批判还是在元结构与结构的辩证关系中得以进行的。我以为，他的这种解读思路是颇有

新意的。

当然，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比岱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之所以会建立在言语直接性的基础之上，并在

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主观主义的阐释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跟他没能完全领悟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

阐释方法直接相关的。从表面上看，他的确强调了对现代性社会结构的批判和超越，因而似乎表现出了

历史主义的理论特征。但问题的关键是：他的这种历史主义的阐释视域并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层面。当比岱从所有的商品交换关系都必须建立在交换者拥有该商品的所有权、所有的商品所有权都必

须得到全部法律有效性的肯定等前提出发，得出以商品交换关系为表征的现代性社会结构的本质是共

同意志、像财富剥削等异在性的历史现象只是某种可商榷的、可选择的历史事实等结论的时候，他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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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了一般性的商品交换关系与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化的商品交换关系之间的区别，这跟他没能从历

史唯物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来解读商品交换、商品所有权等问题直接相关。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

对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的分析已经超出了对商品本身分析的范围，转变成了“关于每一个产品必须在

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才表现为商品的问题”[7]（P43），这一观点似乎并没有引起比岱的重视。这一
方法论上的局限也使他在推进现代性批判理论时没能对社会结构的现实制约性及客观规律性给予足够

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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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tological Position and Critical Function of Parole
Jacques Bidet’s Critical Theory of Modernity

Tang Zhengdong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Jacques Bidet defined the directness of parole as a manifesto for everyone, a declared
parole, and constructed the theory of meta-structure. At the level of social structure, as a special
form of parole, the concept has objective social effect, and because the nature of social structure is
common will, the rejection of the concep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out of the modern structure.
Because of the social antagonism resulting from production at the cultural level,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will erupt in da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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